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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与中国式经济增长
———兼论腐败治理的社会基础

姜　 琪

［摘　 要］　 本文基于中国 ３１ 个省域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 年的面板数据，对中国腐败问题的影响因素及

其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公民受教育程度、公职人员工

资水平对腐败的影响是一致而显著的，但财政分权、政府规模、地区投资水平与 ＧＤＰ 增长率等变量对

腐败程度的影响是不一致或不显著的；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人口红利带来的人力资本增

长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固定资本投资的上升，绝非腐败的拉动使然；腐败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

复杂而微妙的，二者并不存在显著的计量关系，更无必然的因果联系。最后，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腐

败治理的政策建议，否定了依赖正式制度改革的“制度万能论”的腐败治理思路，认为只依赖正式制度

的改革来治理腐败是不够的，教育和宗教等非正式制度的教化作用在腐败治理的过程中也不容忽视。

［关键词］　 经济增长；腐败治理；非正式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１９７８—２０１２ 年 ＧＤＰ 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 ８％以上，与此同

时，中国的腐败问题也逐渐凸显，腐败不仅降低了政府的行政效率，而且损害了公共投资的质量，同

时，也间接引起了诸如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公民发展机会不平等、社会阶层固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已有的研究表明，一国或地区的腐败程度对其经济发展是有阻碍作用的，腐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该国经济的增长速度（Ａｌｉ ａｎｄ Ｉｓｓｅ，２００３；Ａｎｏｒｕｏ ａｎｄ Ｂｒａｈａ，２００５）。然而，中国经济高增长奇迹与高腐

败程度并存的事实却在一定程度上对该命题的正确性提出了挑战，甚至有人提出了“腐败促进了中

国经济增长”的观点。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Ｂｏｎｎｅｔｔ（２００４）发现，虽然腐败总体上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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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某些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未受到腐败的抑制作用，相反，这些国家的腐败与

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为了更直观的考察中国经济增长与腐败程度的变动关系，我们

利用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中国的 ＧＤＰ 增长率数据和中国的清廉指数（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Ｉｎｄｅｘ，简称

ＣＰＩ）①对比二者的变动趋势。图 １ 显示，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间，中国的 ＣＰＩ指数总体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趋

势，而 ＧＤＰ变动率则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即随着腐败程度的加深，中国的 ＧＤＰ 增长速度也随之

加快，腐败程度降低，ＧＤＰ的增长速度也放缓，二者这样的变动关系似乎从直观上支持了“有效腐败

论”。显然，根据已有研究无法明确了解腐败与中国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

图 １　 中国清廉指数（ＣＰＩ）与 ＧＤＰ增长率变动趋势（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国际透明组织网站（ｗｗｗ． ＩＣＧＧ． ｏｒｇ）的国际透明组织的清廉指数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的中国 ＧＤＰ 增长率数据，用 ｓｔａｔａ１２． ０ 软件绘

制。

研究腐败对经济增长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作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腐败问

题都与各自的文化、习俗、传统、宗教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而这些文化因素支配着各自地区的腐败

行为类型，正是这些腐败的行为各自影响着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已有的研究显然忽视了这一重

要前提（Ｍｏ，２００１）。② 在既有理论框架下，对各国腐败问题进行横向比较，研究腐败与经济增长关

系，并不能得出有意义的结论。为了避开跨国研究中因国家文化、民族习俗、制度差异导致的异质性

问题，我们将问题定位为腐败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那么，具体到中国的现实情况，是腐败促进了

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还是快速的经济增长滋生和加深了腐败程度，抑或是腐败与中国的经济增长

并无必然的因果联系？我们在分析转轨经济时期中国腐败形成机理和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运用中国

３１ 个省域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尝试回答以上几个问题。最后，在实证分析结果

的基础上，指出中国腐败问题治理的社会基础，并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关完善反腐败措施的政策建议，

这对于进一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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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国际透明组织的清廉指数（ＣＰＩ）是一种综合指数，其结果来源于风险机构的评估和针对精英商业人士的调查，反映的是
全球各国商人、学者及风险分析人员对世界各国腐败状况的观察和感受，该指数为一种年度指数，从 １９９５ 年开始编辑，指数采
取满分十分制，即一个国家或地区 ＣＰＩ指数越高，代表该国或地区的政府越清廉，腐败程度越低。

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高腐败与高增长并存了三十年之久，而在非洲，高腐败却使国家和人民越

发的贫穷。



二、转轨期中国腐败问题的形成机理

腐败根源于官僚体制的弊端和人性的“弱点”，是人类社会的通病（燕继荣，２０１３）。中国政府一

直以来就非常重视腐败治理问题，建国伊始，就组建中央纪委和地方各级纪委，对公职人员的腐败问

题进行监督和治理，防止腐败问题的滋生和蔓延，并于 ２００３ 年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积极参与

到国际反腐败的联合行动中。尽管如此，公职人员的腐败问题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有效遏制，腐败

问题日益严重。① 为何在中国政府如此重视预防和治理腐败问题的情况下，腐败却愈演愈烈，逐渐演

变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 文献梳理

国内学者对转轨经济时期中国腐败问题的形成机理进行探讨，并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胡

鞍钢（２００１）分析了经济转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各种寻租租金和因此产生的腐败机会，并认为这是转

轨期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过勇（２００６ａ）基于腐败动机、腐败机会和制度约束三个方面对经济转轨

过程中腐败的成因进行分析，他认为经济转轨通过破坏非正式制度造成了腐败动机的增加，经济转

轨通过产生制度漏洞增加了腐败机会，经济转轨通过削弱执行力度造成制度约束失效。另外，他还

从经济转轨的内涵———经济自由化、分权化、私有化和经济全球化②———分析了经济转轨导致腐败机

会增加的机制（过勇，２００６ｂ）。陈刚（２０１１）认为腐败蔓延的主因是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初期推行的

“双轨制”，这导致了价格与资源配置的扭曲，从而滋生了大量的腐败机会和腐败租金。围绕“租金”

概念来解释中国转轨前期的腐败产生是合理的，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双轨制

产生的租金逐渐消散，腐败逐渐由个人或少数人行为演化为系统性行为，“租金”已不能很好地解释

系统性腐败。

（二） 腐败问题形成机理

一个国家转轨过程中通常都会遇到棘手的腐败问题，无论是英国的“工业革命”，美国的“进步时

代”，还是俄罗斯正在经历的经济、政治转轨，无一例外。中国的腐败问题可能也与经济转轨和制度

变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我们尝试基于中国经济社会制度变迁视角，通过文化大革命、改革

开放、财政分权、行政垄断制度形成等几个重要阶段，来分析经济转轨和制度变革给腐败形成带来的

条件变化，从而揭示转轨经济时期中国腐败问题的形成机理。

文化大革命破坏了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更为严重的是，这

场运动使传统权威彻底颠覆，宗教信仰遭到破坏，人们的精神和信仰陷入迷茫时期。在没有重建权

威和信仰的时候，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波动和冲击，人们开始不分糟粕的接受西

方思想文化，甚至以市场经济的价值体系来构建自身的信仰和价值观。欧美国家在内有宗教传统约

束，外有严格法律约束的情况下，实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尚且会出现较多腐败贿赂现象，故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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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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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全国人大常委提交的反贪污贿赂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指出，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 １５１３５０ 件，涉及 １９８７８１ 人，提起公诉 １６７５１４ 人。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２ 年间，检察
机关查处行贿犯罪人数比前 ５ 年上升 ６０． ４％。被查处的公职人员中，省部级高官达 ３２ 人，厅局级干部 １０２９ 人，共计为国家和
集体挽回经济损失 ３７７ 亿元。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新闻晨报》。

经济自由化包括价格双轨制和市场准入两方面；分权化包含财政分权化和行政分权化两方面；私有化涵盖了产权制度

改革、私营经济发展和国有资源出售等方面；经济全球化包含了外商投资、进出口贸易和国际人员交往有限制放开三个方面。



在没有制度约束和精神约束的情况下实行市场经济对社会秩序和传统道德的破坏是很大的。放任

自由的市场经济导致诚信缺失，道德沦丧，以权谋私，拜金盛行，这成为公职人员腐败滋生的社会条

件，也是转轨期腐败问题产生的内因。所以，非正式制度（如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和教育水平）的缺失

和不完善，可能会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腐败程度产生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制度的变革落后于经济的变革，制度漏洞直接引发了以

腐败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各类投机行为的泛滥。中国转轨经济时期法律的不完善和执行力度较低导

致公职人员腐败犯罪的机会成本降低，根据贝克尔（２００８）关于人类行为分析的理论，当收益足够大

但受到惩罚的概率很小时，理性的公职人员必然选择腐败，这是腐败产生的最直接外因。另外，由于

社会道德的滑坡，对官员的心理软约束缺失，腐败不会造成腐败官员的心理压力，进一步助推了腐败

行为的加剧。尽管如此，这个时期的腐败还只是个人的投机行为，并未形成系统性腐败。

财政分权框架下中国特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了地方政府竞争，“放权让利”虽然激发了地方政

府和经营企业的积极性，但是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在中国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由于

对地方政府官员存在着经济性激励和政治性激励，地方政府官员更注重当地经济的发展，这样地方

官员就会通过扭曲要素价格等形式与其他地区之间展开竞争。这种经济制度下，会产生因地方政府

发展目标与中央政府政策产生冲突而导致的“政策性偏离”和因地方政府官员的自利性行为而引致

的“行为性偏离”（姜琪，２０１２），两种偏离行为直接诱发和催生了地方官员的腐败行为。故而，政府规

模、投资水平和财政分权等变量可能会对腐败程度产生影响。

伴随着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和财政分权，经济国有化进程和行政垄断制度形成从未停滞，行政

垄断已发展成为“转轨时期特有的经济现象和当前我国垄断的主要形式”，也是“一切垄断的根源”

（于良春、杨骞，２００７）。此时的腐败逐渐由个人或少数人行为演化为系统性行为，而系统性腐败的主

要表现形式就是行政垄断，比如利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活动（李真，２０１２），或在国有财产关系调整和

变化时，将国有财产据为己有，利用市场体制的不完善来谋取私利。系统性腐败的危害较之个人腐

败更甚，在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 年间，系统性腐败造成的损失平均占当年 ＧＤＰ 比重的 １４． ５％—１４． ９％（胡鞍

钢，２００４）。行政垄断使靠近权力中心的一小部分人率先成为社会富有阶层，中产阶层数量不足，低

收入者居多，这直接导致了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杨林、郝瀚，２０１３）。从整个社会收入结构

看，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中国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始终在 ０． ４７ 以上（见图 ２），远高于国际警戒线 ０． ４

的水平，表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已经非常严重。社会结构力量对比悬殊，进一步导致腐败加重和社

会不公，使得社会发展进入“……腐败 － 收入差距 － 社会不公 － 腐败加重 － 收入差距进一步扩

大……”恶性循环的状态。另外，因收入差距过大和社会不公平引发的社会结构失衡和社会矛盾加

深也会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所以，公职人员工资水平和经济增长水平等变量

可能会对一国或地区腐败程度产生影响。

综上可知，造成腐败问题蔓延的主要外因是经济转轨和制度变革的不适应，而其真正的内因则

是伴随着经济社会改革，非正式制度约束的丧失。制度缺失、道德滑坡、行为无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三、腐败的影响因素

腐败形成过程的复杂性决定了影响腐败因素的多样性。宏观层面，国家制度、民族性格、文化习

俗和宗教信仰等因素对腐败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微观层面，公民受教育程度、公职人员工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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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财政分权、经济增长等因素与腐败的程度也密切相关。在本节中，我们基于中国 ３１ 个省域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 年的面板数据，从微观层面对中国腐败程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这不但避免跨国

研究中因各国文化、制度差异导致的数据异质性问题，且对研究中国的腐败问题更具有针对性。

图 ２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中国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变动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数据绘制。

（一） 变量选择与解释

基于中国的现实情况和数据的可获得性，主要选取公民受教育程度、公职人员工资、政府规模、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五个主要解释变量作为检验中国各地区腐败程度的影响因素。

１． 衡量腐败

目前，经济学界主要采取两种方法来度量腐败：在跨国家多样本的腐败研究中，一般采用国际透

明组织的“清廉指数”指标；在针对某一国家的腐败问题研究中，一般采用“每百万人中的腐败案件数

量”指标或“每万名公职人员中腐败案件的数量”指标。

根据指标的合理程度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选用“每万名公职人员中腐败案件的数量”指标来

衡量腐败程度。① 其中，“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立案数量”来源于《中国检查年鉴》相关年份中的“贪污

贿赂立案数量”和“渎职立案数量”两项的加总，而“公职人员总数（万人）”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就业人数（年底数）”，将二者相除就得到了“每万名公职人员中腐败案件的数

量”指标，即每万名公职人员中腐败案件的数量 ＝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立案数量 ／公职人员总数。在回

归方程中，该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用 ＣＯＲＲ表示。②

２． 公民受教育程度

公民的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在短期内，能明显的提高公民个人素质，从而提高公民的自主意识、

反应能力和监督能力，通过舆论民意的途径对官员的腐败行为起到一种软约束，从而能更好的对官

员行为进行监督。另外，从长期看，提高国民的受教育程度，能有效促进中产阶层的形成与发展，这

正是维护民主环境的必要因素之一③，而民主程度的提高正是有效抑制腐败的社会基础。我们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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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注意到，“每万名公职人员中腐败案件的数量”指标既可以作为衡量腐败程度的指标，又可以作为衡量反腐败力度

的指标，在这里，我们将其作为衡量腐败程度的指标，实际上隐含两个基本假设：一是政府打击腐败力度长期来看是没有大的

波动的，二是实际腐败程度与腐败立案数量是正相关的。

在计量过程中，为了消除因量纲的差别带来的系数的变化，我们对该指标还采取了取对数、及每千名公职人员中腐败案

件的数量等处理，下文有交代。

维护强大民主制的要素包括文化知识、经济富足、多党政治、中产阶级四个主要因素，但这并不一定与民主制最初形成

的要素相同（迈克尔·约翰斯顿，２００９）。



高等教育比例与一个地区的腐败程度应该呈显著的负相关。

我们用公民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即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的人口与 ６ 岁及 ６ 岁以上总人口的

比值来衡量公民受教育程度指标。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的人口数与“６ 岁及 ６ 岁以上”的人

口数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相关年份，该指标计算等式为：公民受高等教育比例 ＝受教

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的人口数 ／ ６ 岁及 ６ 岁以上总人口数，在回归方程中，该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用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表示。

３． 公职人员工资水平

将公职人员工资水平作为影响腐败程度的一个因素来考察，是检验“高薪养廉”假说的最直接的

做法。如果一个地区的官员无法通过工资收入来满足其维持体面的生活时，在“示范效应”的消费理

念作祟下，他们就无法抵御“糖衣炮弹”的侵蚀，政府官员就会凭借手中的权力进行寻租，从而引发腐

败问题的产生。但如果公职人员的工资水平较高，能够与其在社会中的地位相匹配，那么其抵抗贿

赂诱惑的能力就会变强，因为他们害怕因为贪图一时的小利，而失去自己稳定的高收入和面临锒铛

入狱的法律惩罚，即腐败的机会成本高于其预期收益，此时，腐败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我们用公职人员平均工资水平来表示公职人员工资水平指标，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各相关年份“按行业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中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

项，单位为万元。在回归方程中，该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用 ＷＡＧＥ表示。

４． 政府规模

政府规模一般用政府预算与 ＧＤＰ 的比率来表示。ＬａＰａｌｏｍｂａｒａ（１９９４）研究表明，政府预算与

ＧＤＰ的比率可能与腐败程度存在着正相关性。但是，Ｅｌｌｉｏｔｔ（１９９７）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通过 ８３

个国家的抽样调查研究发现，政府预算与 ＧＤＰ 的比重随着腐败程度的加重反而减少了。Ｇｒａｅｆｆ ａｎｄ

Ｍｅｈｌｋｏｐ（２００３）的研究显示，在高收入国家中，腐败程度与政府规模是负相关的。此外，Ｇｅｒ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ａｃｋｅｒ（２００５）的研究表明，政府预算与 ＧＤＰ 的比率与腐败程度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已有的研

究表明，政府规模需要作为影响腐败程度的一个因素来处理，因为政府规模具有导致腐败产生的潜

力。

我们用当地政府的财政支出占当年该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表示政府规模变量，地区财政支出

和地区生产总值原始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相关年份的地区财政支出的“支出总计”项

和“地区生产总值”项，该指标计算等式为：政府规模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 ／地区生产总值，在回归方

程中，该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用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表示。

５． 投资水平

中国经济属于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投资比例不可避免地会加重，投资

占 ＧＤＰ的比重很可能也是影响腐败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我们需要将其作为解释变量来对待。

我们用固定资产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表示“投资水平”这个指标，固定投资水平的原始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相关年份的“各地区按登记注册类型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

“总计”项，地区生产总值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的“地区生产总值”项，该指标的计算等

式为：投资水平 ＝该地区固定资产投资 ／地区生产总值，在回归方程中，该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用 ＩＮ

ＶＥＳＴＭＥＮＴ表示。

６． 财政分权

财政分权带来的地方政府竞争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但吴一平（２００８）认

为，中国式财政分权对长期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因为财政分权恶化了腐败问题。潘春阳等（２０１１）的

研究发现，财政分权能够通过推动政府规模扩大和支出结构扭曲而加重地区腐败程度，但在控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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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规模和支出结构的前提下，财政分权则能对腐败产生抑制作用。经济学家们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

财政分权如何促进了经济增长上，而忽视了财政分权对腐败的影响，所以，将财政分权作为影响腐败

程度的因素来考虑是必要的。

我们把财政分权分为两个指标，一个是收入分权指标，一个是支出分权指标。收入分权指标为

每年各地区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值，而支出分权指标为每年各地区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总

支出的比值，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有关财政分权的两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

在回归方程中分别用 ＤＥＣ１ 和 ＤＥＣ２ 表示。

７． 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与腐败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在问题的提出一节中可窥见一斑。在这里，我们

需要检验的是，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是否会加深腐败程度？

我们用地区生产总值变动指数来表示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地区生产总值变动指数的原始数据来

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相关年份的“地区生产总值和指数”中的“指数”项，在回归方程中，该变量作

为解释变量，用 ＧＧＤＰ表示。

（二） 回归方程设定

方程 Ｉ：将腐败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把公民受教育程度、公职人员工资水平、政府规模、投资水

平、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作为解释变量，考察各变量对腐败程度的影响及显著性水平。方程 Ｉ具体形

式为：

ＣＯＲＲｉｔ ＝ β０ ＋ β１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ｔ ＋ β２ＷＡＧＥｉｔ ＋ β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ｔ ＋ β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ｔ ＋ β５ＤＥＣ１ｉｔ ＋

β６ＤＥＣ２ｉｔ ＋ β７ＧＤＰｉｔ ＋ εｉｔ
方程 ＩＩ：考虑到量纲可能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我们将方程 Ｉ 中的被解释变量取对数，将其结果与

方程 Ｉ的估计结果作对比。方程 ＩＩ具体形式为：

ＬＮＣＯＲＲｉｔ ＝ β０ ＋ β１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ｔ ＋ β２ＷＡＧＥｉｔ ＋ β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ｔ ＋ β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ｔ ＋ β５ＤＥＣ１ｉｔ
＋ β６ＤＥＣ２ｉｔ ＋ β７ＧＤＰｉｔ ＋ εｉｔ
方程 ＩＩＩ：考虑内生性问题，舍弃方程 Ｉ估计结果中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对方程进行重新回归，并将

计量结果与方程 Ｉ进行对比。方程Ⅲ具体形式为：

ＣＯＲＲｉｔ ＝ β０ ＋ β１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ｔ ＋ β２ＷＡＧＥｉｔ ＋ β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ｔ ＋ β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ｔ ＋ εｉｔ
方程 ＩＶ：考虑到腐败行为从发生到立案侦查存在着一定的时滞效应，即腐败行为若发生在第 Ｔ

年，但该腐败行为被立案侦查可能发生在第 Ｔ ＋ ２年，所以我们将腐败程度滞后２期考察①，方程 ＩＶ的

具体形式为：

ＣＯＲＲｉ，ｔ ＋２ ＝ β０ ＋ β１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ｔ ＋ β２ＷＡＧＥｉｔ ＋ β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ｔ ＋ β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ｔ ＋ β５ＤＥＣ１ｉｔ
＋ β６ＤＥＣ２ｉｔ ＋ β７ＧＤＰｉｔ ＋ εｉｔ
方程 Ｖ：在方程 ＩＶ考虑时滞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舍弃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对方程进行重新回

归，并将计量结果与方程 Ｉ、方程 ＩＶ进行对比。方程 Ｖ的具体形式为：

ＣＯＲＲｉ，ｔ ＋２ ＝ β０ ＋ β１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ｔ ＋ β２ＷＡＧＥｉｔ ＋ β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ｔ ＋ β４ＤＥＣ１ｉｔ ＋ εｉｔ

（三） 计量检验对比分析

我们对中国 ３１ 个省域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 年的面板数据分别用方程 Ｉ － Ｖ进行回归，最终的计量结果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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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之所以将腐败程度滞后 ２ 期，是因为从图 １ 中我们可直观发现，腐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一定的时滞效应，如 ２００５ 年
ＣＰＩ指数达到最低，即腐败水平最高，但 ＧＤＰ增长率的最高点在 ２００７ 年出现，ＧＤＰ的变动滞后于 ＣＰＩ的变动。



总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方程估计系数及检验值

解释变量
方程 Ｉ 方程 ＩＩ 方程 ＩＩＩ 方程 ＩＶ 方程 Ｖ
ＣＯＲＲ ＬＮ（ＣＯＲＲ） ＣＯＲＲ ＣＯＲＲＬＡＧ（２） ＣＯＲＲＬＡＧ（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１． ７９３６ － ０． ２４１６ － ２． ９３９１ － ２． ２４２１ － １． ９５３１

ＷＡＧＥ －０． ３７６６ － ０． １１７６ － ０． ３４８６ － ０． ２６６１ － ０． ３０２０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１． ３２２５ － ０． ４５３９ １． ２１０９ １． ０６６４ ０． ６４８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０． ２９４５ ０． ０１８２ － １． １９８５ － ０． １７０４ －
ＤＥＣ１ ０． ０６４９ ０． １６８９ － － １． ０２２６ － １． ３３１２

ＤＥＣ２ － ４２． １６５６ － １３． ４０７１ － － ２２． ３８７４ －
ＧＤＰ － ０． ０４３２ － ０． ００５９ － － ０． ００２０ －
ＣＯＮＳ ５． ４８７９ ４． ０８８１ ４． ４２０６ ３． ８６３０ ３． ３６５９

Ｒ － ＳＱＵＡＲＥ ０． ０４４５ ０． １６３９ ０． １２９５ ０． ０２５３ ０． １０１３
Ｆ － ＶＡＬＵＥ ３０． ２７ ９７． ４７ ２５． ７８ ３３． １９ １１９． ０３

ＷＡＬＤ ５． ６９ １４． ２２ ５． ８０ １４． ４６ １４． ８０

ＨＡＵＳＭＡＮ １８． ３１ ２４． ５３ １１． ２ １７． ３３ １５． ４２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１． 总体参数估计分析。方程 Ｉ计量结果显示，公民受教育程度、公职人员工资水平、支出分权水

平和经济增长水平四个解释变量与地区腐败程度是显著负相关的，而政府规模和收入分权水平与地

区腐败程度是显著正相关的，投资水平对地区腐败程度的影响不显著。方程 ＩＩ 的计量结果显示，公

民受教育程度、公职人员工资水平与支出分权水平三个解释变量与地区腐败程度显著负相关，收入

分权水平与地区腐败程度显著正相关，投资水平对地区腐败程度的影响仍然不显著，同样不显著的

还有政府规模。考虑到内生性问题，我们舍弃方程 Ｉ 和方程 ＩＩ 估计结果中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对方

程 ＩＩＩ进行重新回归，计量结果发现，公民受教育程度、公职人员工资水平和投资水平三个解释变量

与地区腐败程度是显著负相关的，政府规模对地区腐败程度的影响是不显著的。考虑腐败行为从发

生到立案侦查存在着一定的时滞效应，我们分别在方程 ＩＶ和方程 Ｖ中，将地区腐败程度变量滞后两

期来考察。方程 ＩＶ的计量结果显示，公民受教育程度、公职人员工资水平和收入分权水平与地区腐

败程度是显著负相关的，而政府规模与地区腐败程度为显著正相关，投资水平、支出分权水平和经济

增长水平对地区腐败程度的影响并不显著。方程 Ｖ 计量结果显示，公民受教育程度、公职人员工资

水平和收入分权水平与地区腐败程度是显著负相关的，政府规模与地区腐败程度为显著正相关。

２． 方程联合显著性检验。尽管方程 Ｉ － Ｖ的 Ｒｓｑｕａｒｅ值不高，但方程总体的 Ｆ检验值均在 １％水平

下显著，验证了方程设定的合理性和估计系数的可靠性；方程 Ｉ － Ｖ的Ｗａｌｄ检验值和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值均

在 １％水平下通过检验，分别验证了混合回归和随机效应回归的不合理性，故在方程 Ｉ － Ｖ中我们对面板

数据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所有解释变量系数也均为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３． 解释变量的对比分析。分析方程 Ｉ － ＩＩＩ的估计结果，我们发现，公民受教育程度、公职人员工

资水平和财政分权的估计系数始终为负，且估计系数均不同程度的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在地区腐

败程度没有滞后的情况下，公民受教育程度、公职人员工资水平和财政分权均对地区腐败程度起抑

制作用。经济增长的估计系数虽然是一致负向的，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经济增长可能对地区

腐败程度能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并未通过计量检验，故二者的关系仍不明了，需要我们进一步检

验。政府规模和投资水平的估计系数是不一致的，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这两个解释变量对地

区腐败程度的影响是不明确的。方程 ＩＶ和方程 Ｖ的计量结果显示，公民受教育程度、公职人员工资

水平、政府规模和收入分权水平对地区腐败程度的影响是一致而显著的负效应。投资水平、支出分

权水平和经济增长的估计系数都是负的，但是不显著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腐败程度和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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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不显著的负相关。

４． 简要结论。综合分析和对比方程 Ｉ － Ｖ的估计结果，我们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公民受教育程

度和公职人员工资水平对地区腐败程度的影响是一致的，均与地区腐败程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这说明教育和工资水平是影响腐败的两个重要变量，“高薪养廉”命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证实；第二，

政府规模、投资水平和财政分权对地区腐败程度的影响是不一定的，估计系数的正负受到其他控制

变量的影响；第三，经济增长的加速并没有加重地区腐败程度，相反，经济增长的估计系数为负，尽管

不显著，但能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命题“快速经济增长会滋生和加深腐败程度”。

四、腐败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

第三节中，我们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腐败程度随着经济增长的加速而减轻，二者的关系为不显著

的负相关，即经济增长水平不是影响腐败程度的重要变量。那么，腐败是否拉动了经济增长呢？如

何解释中国高腐败与高经济增长并存“双高之谜”的内在逻辑？本节中，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增长模

型，直接检验“腐败是否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这一问题。

（一） 中国式经济增长

在实证检验“腐败有效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式经济增长的特点进行描述。已有研究表明，

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影响因素主要有：劳动力、固定资产投资、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制度结构变迁（柯武

刚，史漫飞，２００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高投资、高消耗、劳动密集和出口导向的特点

（王小鲁等，２００９）。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最直接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劳动力的增长和固定投资的激增。首

先，中国充足的劳动力是助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之一。廉价的劳动力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原因，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经济高速发展重要的先决条件是充足的劳动力（蔡窻，

２００７）。如图 ３所示，自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数量一直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

图 ３　 １９７８—２０１１ 年中国就业人口变化散点图（单位：万人）

另外，若考虑到教育水平提高带来的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中国的人力资本存量的上升幅度会更

大，这对于助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至关重要。其次，投资是直接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另一个主

要动力（张德荣，２０１３）。如图 ４ 所示，１９７８—２０１１ 年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状态，从

改革之初的 １０００ 亿元一直稳步增长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３０ 万亿，改革开放使得固定资产投资在 ３０ 年间增

长了 ３００ 倍，这无疑会极大地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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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动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均快速增长的条件下，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并不奇怪，但腐败程度的

加深是否对中国经济起到了拉动作用，为未可知。为了澄清腐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将在

下面进行实证检验。

图 ４　 １９７８—２０１１ 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变化散点图（单位：亿元）

（二） 变量与方程

为了进一步检验腐败是否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将地

区生产总值（ＧＤＰ）作为被解释变量，把按地区划分的固定资本投资（Ｋ）、人力资本存量（Ｌ）、腐败程

度（ＣＯＲＲ）、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和财政分权（ＤＥＣ）作为解释变量。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我们采用

地区工资总额这个替代变量来代表人力资本存量（Ｌ），有的研究用人均受教育程度来代表人力资本，

但是平均受教育年限并不能有效反映出所有劳动者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因为无法剔除掉未就业者

的数据干扰，所以，我们选用工资总额来反映一个地区的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因为工资薪酬是劳

动者贡献和其人力资本的主要反映指标。第二，腐败程度（ＣＯＲＲ）和财政分权（ＤＥＣ）的数据沿用第

三节中的数据，腐败程度滞后 ２ 期，财政分权仅取收入分权水平指标来替代。其他数据如未特殊说

明，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回归方程具体设定形式如下：

ＧＤＰｉｔ ＝ β０ ＋ β１ ｌｎＫｉｔ ＋ β２ ｌｎＬｉｔ ＋ β３ ｌｎＣＯＲＲｉ，ｔ ＋２ ＋ β４ ｌｎＦＤＩｉｔ ＋ β５ ｌｎＤＥＣｉｔ ＋ εｉｔ

（三） 进一步检验与讨论

表 ３　 中国经济增长方程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方程 Ｉ 方程 ＩＩ 方程 ＩＩＩ 方程 ＩＶ
ｌｎＫ ０． ２６５９ ０． ２８１２ ０． ３１３８ ０． ３１４８

ｌｎＬ ０． ５７４７ ０． ５６９５ ０． ５６０９ ０． ５６５９

ｌｎＣＯＲＲ －０． ００６１ － ０． ００４４ － ０． ０１８９
ｌｎＦＤＩ ０． ０２９７ ０． ０３１１

ｌｎＤＥＣ ０． ００３７
ＣＯＮＳ ３． ０７１０ ２． ５８９１ ２． ５６２８ ２． ４６０７

Ｒ － ＳＱＵＡＲＥ ０． ９７４６ ０． ９７０５ ０． ９６５１ ０． ９６７０
Ｆ － ＶＡＬＵＥ ３４． ５４ ５７． ０７ ６３． １６ ９８． ０１

ＷＡＬＤ ＴＥＳＴ １８５３０． １１ １５６１１． １６ １４１３４． ４８ １３８４０． ２５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ＴＥＳＴ ５０． ５５ ８７． ２６ ９６． ０６ ９８． ５４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我们对中国 ３１ 个省域 ２００２—

２０１１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逐步回归，

最终的计量结果汇总如表 ３ 所示。

１． 各变量的估计系数。方程 Ｉ

计量结果显示，固定资本投资、人力

资本存量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

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均在

１％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地区

腐败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负相

关，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财政分

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不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方程 ＩＩ剔除了不显著的财政分权变量，其他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与方程 Ｉ 的估计结果相

０６１



比基本一致。方程 ＩＩＩ进一步剔除了外商直接投资变量，剩余的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只是在数值上

发生了少许变化，但符号与显著性并未改变。方程 ＩＶ 只将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力资本存量作为经济

增长的解释变量，最后估计结果显示，固定资本投资的系数为 ０． ３１４６，人力资本存量的估计系数为 ０．

５６５９，二者均在 １％水平下显著。对比方程 Ｉ － ＩＶ的估计结果，我们发现：第一，固定资本投资与人力

资本存量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两个变量，二者系数之和均大于 ０． ８；第二，外商直接投资也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影响系数较小；第三，地区腐败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

国的经济增长，但该系数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２． 方程联合显著性检验。方程 Ｉ － ＩＶ的 Ｒｓｑｕａｒｅ值均在 ０． ９ 以上，且方程总体的 Ｆ检验值均在

１％水平下显著，保证了整体方程和估计系数的可靠性；方程 Ｉ － ＩＶ的Ｗａｌｄ检验值和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值

均在 １％水平下通过检验，故我们摒弃了混合回归和随机效应回归，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面板数据进

行回归，所有解释变量系数均为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３． 简要结论。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人口红利带来的人力

资本存量的增长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固定资本投资的激增，而并非“腐败促进了经济增长”，腐败程度、

财政分权等变量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并不完全显著。

五、腐败治理的社会基础及建议

本文实证研究结论否定了“腐败促进了经济增长”或“快速的经济增长滋生和加重了腐败”等类

似命题，认为腐败与中国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并无显著的计量关系，高增长和高腐败并存只是具有时

间上的趋同性①，却无必然的因果关系，腐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尽管估计系数不

显著，但已有研究从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一观点。② 从长期来看，腐败会慢慢吞噬掉中国经济发展的

成果，结束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腐败的危害不仅仅表现为侵占公众的基本权益，破坏正常秩序，妨

碍经济发展，有损于经济活动的公平和效率，使自由的市场经济过渡愈发困难，还会扭曲公众对市场

经济的正确看法，认为市场经济是“万恶之源”，从而破坏社会正常的道德秩序。中国高速的经济增

长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了较为严重的腐败问题，因为高速的经济增长可以有效缓解居民收入不均、社

会不公平等社会矛盾和现实，即人们虽然看到收入差距在扩大，但是自身的收入相比之下也在逐步

提高，故在心理上对收入差距扩大的现实存在着一定的容忍度，但是，如果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速度

放缓或不可持续，腐败的危害就会愈加凸显，腐败的负面效应就会暴漏无遗，诸多社会矛盾会进一步

激化。中国政府不失时机的进行腐败治理，是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举措。在

治理腐败的过程中，政府与其与腐败行为作斗争，不如与腐败产生的原因做斗争。我们根据转轨期

中国腐败形成机理和腐败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有针对性的提出中国腐败治理问题的社会基础和相

关建议：

第一，加大教育的投入，普遍提高公民的受教育水平。公民受教育水平是抑制腐败的最重要因

素之一，公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不仅能提高公民个人素质、自主意识、反应能力和监督能力，而且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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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高腐败是因为中国在不完善的约束条件（包括法律、道德等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下进行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漏洞和投机

机会的结果，而高经济增长则是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与固定资产投资激增带来的，又由于制度漏洞、固定资产投资激增都是

在改革开放的前提下发生的，所以导致二者具有时间上的趋同性，容易引发“腐败有效论”的错觉。

有研究认为，中国的腐败显著的阻碍了经济增长，腐败程度每上升 １ 个百分点，将使得经济增长的速度下降 ０． ４—０． ６ 个
百分点（陈刚等，２００８）。



着其受教育程度和素质的提高，社会活动参与度也会提高，从而通过舆论民意的途径对官员的腐败

行为起到一种软约束。另外，除教育之外，辅以宗教等非正式制度形式引领国民道德体系重建，也能

对腐败行为产生积极的抑制作用。① 所以，在腐败治理问题上，不能迷信“制度万能论”，认为只要设

计出有效约束和惩罚机制，腐败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因为较高的国民素质和民主思想是腐败治理的

精神基础，制度的变革在较短的时间内可能会引起公众道德体系和秩序的崩坏，但是非正式制度有

序性的重建却不能依靠短时间内变革正式制度来实现。②

第二，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方案，合理进行收入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居民收入能培育足

够多的中产阶层，削减高收入群体的数量，有效降低基尼系数，缓解社会矛盾，更为重要的是，中产阶

层的崛起能有效调节社会力量的均衡，制衡腐败利益集团，这是腐败治理的结构基础。

第三，建立强大的公共管理机制，树立政府公信力，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中国腐败问题的治

理，最终需要经济的市场化，社会的法制化和政治的民主化来实现。政府应不断加强对腐败行为的

打击力度，增加官员腐败的机会成本，同时，还应提高公共决策的透明度，限制官员的自由裁量权，提

高腐败治理的社会公众参与度，只有做到社会治理机制的“共有”，才能真正遏制腐败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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